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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學派理論的新進展 

黃春興 2016-0520 

 

讀者必然從第一部分介紹的主要人物或第二部份的方法論理解到，奧地利

學派（以下簡稱奧派）若從結構言是以方法論主觀主義、方法論個人主義和生產

的時間結構為三核心，以第三部分介紹的議題和概念為保護帶，並以社會主義之

經濟計算和經濟週期為最主要的應用理論。 

這學派的發展過程是典型的文化演化，各代學者除了傳承薪火外，也針對

時代議題提出解釋和解答，免不了和其他學派發生激烈交鋒。交鋒可以讓學者反

省自身體系的完整和適用性；若有不足，則加以修補或發展。於是，在每一個時

點，奧派都有著已經成熟的理論與概念，同時也有著較為生澀的理論與概念。前

面各章已經綜述了成熟的紅蘋果，本章將在有限的篇幅下簡述幾個生澀程度不同

的青蘋果。 

 

 

轉型經濟學 

 

早在 1920 年代，米塞斯就否定了社會主義之經濟計算的可能性，但並未能

改變當時學界的認知。即使後來哈耶克加入辯論，學界依然在 1950 年代誤判奧

派失敗。到了 1990 年代，隨著共產主義國家在政治與經濟徹底失敗後，他們才

全面承認奧派理論。 

遺憾地，奧派在全力批判社會主義時，卻未展開重建理論或轉型理論。論

原因，一則是 1950 年代的學界誤判和同時期凱恩斯主義的興起，重挫了奧派的

發展，二則是奧派在 1980 年代復甦時，耗費太多精力於內部爭議。如果奧派當

時已把轉型理論準備好，就不會在重建時期失去發言權。結果，新古典學派和新

制度學派取得了發言權，直到東歐和俄羅斯的轉型出現困難，奧派才開始補課。 

新古典學派是在不涉及制度變革的前提下，從兩個角度去討論轉型問題。

其一是假設技術不變，定義轉型為資源配置點的移動，尤其是從生產可能範圍之

內部移到更具生產效率的生產可能前沿 (PPF) 上。這角度的議題大都落在管理或



2 
 

行政管理的執行面，著重於生產誘因、資訊不對稱、軟預算等問題。其二是讓轉

型帶動生產方式的變革，從農業或勞動密集產業轉向到高科技或資本密集產業，

以尋找新的核心產業或調整生產可能前沿為議題。這角度主張轉型乃是政府的任

務，在能控制的範圍內逐步調整計畫中所設定的生產方式。這兩類專注生產效率

的變革很快就遭遇到改革瓶頸。 

新制度學派認為轉型就是改變約束人們行為之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規則。定

義上，這即是財產權制度的改變，尤其是生產組織之產權制度的改變。他們持科

斯的論證，支持任何對原有產權制度的變革，但未把目標設定在純粹的私有產權

制度和純粹的市場經濟。在中國，經濟學者在 2000 年代支持鄉鎮企業、蘇南模

式等各種混合產權制的論述可作為代表。 

奧派的立場接近新制度學派，只是更明確地要求轉型必然是要從社會主義

體系邁向市場經濟。譬如彼得．伯特克 (Peter J. Boettke) 就清楚地提出三點原則：

(一) 轉型問題不應只討論經濟問題，也應探討政治和法制的轉型；(二) 政治和

法制上的有效改變，必須清楚陳述政府行為的新約束以及具有可信賴承諾的改革

內容；(三) 討論轉型時必須明講出發的“這裡”和期待抵達的“那裡”。具體地

說，轉型就是以私有財產權制度和市場規則去取代現有的體制與規則，包括保障

私有財產權和市場機制所需的政治和法制的改變。(Boettke，2001, 2004) 

這類關注於轉換體制內容之論述，就如新古典理論的比較靜態理論，和奧

派核心觀點的差距還不小。恩里科．科隆巴托 (Enrico Colombatto) 在加入“時

間”與“無知”的奧派成分後，將轉型定義修改為“引進和維護新的制度和組織

所需要的一段期間”。“在這段期間內，不論是普通的人們或政策的制定者或政

府的行政人員，都必須學習新財產權制度的運作，並適應那些至今還不甚明白的

遊戲規則。” 他引用哈耶克的觀點，把知識的獲得、市場的自由進出、個人責

任等視為轉型理論的主要議題。(Colombatto, 2002) 

然而，誠如勃特克所指出的：如果我們看到俄羅斯還存在著龐大的地下交

易市場，或看到中國繼續遵循著各類的潛規則進行經濟或政治交易時，即使政府

在法令上宣布採行新的制度，我們依然無法說轉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完成。也就

是說，非正式規則的落實比正式規則的推行更為接近轉型的核心。非正式規則的

落實仰賴個人對新制度的認知、認同、和心理的計算。余赴禮便從主觀論角度定

義轉型為：社會的知識庫正發生急速變化的一段時期。此時，存在人民心理的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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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架構已經過時，不能夠應付外面世界的急速轉變，但又未建立新的詮釋架構去

應對新問題。(Yu, 2003, 2011) 

“社會的知識庫”就是哈耶克說的“分散在社會中的知識”。有效率地利

用它們是經濟學終極的議題。哈耶克認為市場的競爭機制提供了個人有效率地利

用社會知識庫的平台，但前提是市場機制所需要的規則和個人對些規則的信任、

理解與遵循都已經內化。因此，余赴禮認為轉型探討的問題是：個人如何將已內

化的信任、理解與遵循的對象，順利地從一套熟悉的規則順利地轉移到另一套陌

生或尚未形成的規則？他認為奧派至今在這方面的研究還甚少。當個人開始解放

自己原先的信任、理解與遵循後，並不是面對另一套可以明確可用的新規則，而

是重返回原初秩序下的社會。人們可以繼續以舊規則當作新制度下的潛規則，但

這些潛規則本質上已經無法有效率地用以發現或創造新世界的利潤機會。當然，

人們也可以直接從其他社會學習他們的規則，但那等於假設了他們的制度正是我

們社會的終極發展目標，而這假設違反了演化結果不可預知的論述。誠如余赴禮

的提醒，我們不必過於留戀舊制度，也不必避刻意去拷貝西方制度。那是等著我

們去探索新利潤機會的未知世界。(Yu, 2003, 2011) 

 

 

企業與組織經濟學 

 

奧派在 1980 年代復甦之前並沒有獨立的企業理論，也沒有著手建構的蛛絲

馬跡。誠如尼古萊．福斯 (Nicolai J. Foss) 說的，“正是奧地利學派參與了社會主

義之經濟計算可能性的大辯論，阻礙了他們的一般性洞見在企業理論中的應用＂。

直到 1994 年，福斯還認為“現在仍然是這種狀態＂。他不僅認為奧派是企業理

論的先行者，還認為奧派理論可以改寫當前的企業理論。其理由可就兩點來說。

第一，門格爾的貨幣演進理論是以比較制度的方法論切入，而科斯的企業理論也

是從比較制度切入。比較制度分析成了奧派和新制度學派的接隼，讓奧派可以將

核心理論應用到企業理論。第二，奧派批評新古典理論時所強調的市場過程和企

業家精神，也是科斯企業理論所缺乏的。因此，奧派並不缺可以建構企業理論的

基材。 (Foss, 1994)  

由於列寧說過國家可以是一家大企業，而科斯又重複說了一次。自從大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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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後，奧派就一直對企業理論懷有戒心，對科斯的批判也不少。為了克服這障

礙，福斯引述哈耶克於 1945 年的論述，重述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是在地性知識，

而它們經常屬於默會知識。雖然哈耶克指出這些知識的充分利用決定了社會的經

濟效率，也指出市場是最能發揮這些知識的機制，但並未清楚說明市場利用這些

知識的方式，而這些如何利用的技術正是科斯用以論述企業存在的空間。(Foss, 

1994) 雖然科斯使用的概念與語言是交易成本，但也可以從知識的有效利用去解

釋。(Langlois, 2013) 

企業家利用市場是有成本的，但其經營企業的內部成本也會呈現邊際遞增，

就限制了企業的成長規模，即使是很大的集團企業。市場同時存在許多的複合生

產的企業，它們的員工擁有個別的知識，尤其是默會知識。它們透過交易以利用

對方擁有的知識，並藉以改進自己的產品。這是以哈耶克之知識論為基礎

(Knowledge-based)的企業理論。(Langlois, 2013) 默會知識內嵌在個人身上，霍爾

庫姆 (Randall G. Holcombe) 認為每個企業都是儲藏其員工之默會知識之寶庫。

市場有利於個人知識的充分利用，但在當代，許多複雜的產品必須直接地利用多

人的知識才能完成。這時，企業便具有比較優勢。(Holcombe, 2013) 

奧派建構企業理論的另一進路是以資本財為基礎 (Capital-based)，認為企業

的主體是擁有資本財的企業家。企業家若缺乏資本財，也是徒具企業家精神。這

進路也是從哈耶克之知識論切入，然後轉入異質資本財理論。福斯把默會知識對

應到新制度學派的特殊資產，而最常提到的例子就是為特定產品而投入的特殊資

本設備或特殊訓練的人力資本。當企業內部存在特殊資本財，邏輯上就不難引申

到路德維希．拉赫曼 (Ludwig Lachmann) 所強調的異質資本財。換言之，這進路

是從奧派的資本理論去建構企業理論。(Lewin and Baetjer, 2011)。 

 

 

城鎮發展經濟學 

 

計畫經濟的思想並未隨 1990 年代社會主義的失敗而銷聲匿跡，反而分成兩

支流，變身為新型態的微型計畫經濟。其一支流將原本全由政府負責的計畫分解

為政府承擔的“計畫階段”和委託民間執行的“興建與營運階段”，此即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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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與政府的夥伴關係”(PPP)。譬如台灣高鐵的 BOT 案就屬於 PPP 的一種。

在 BOT 方式下，高鐵仍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財，不過政府只負責打通行政部門

與立法部門的法案審查。法案通過後，此公共財就委託民間企業負責興建與經營。

政府可以不減損原始的計畫目標，繼續推動各項計畫方案，同時也免除籌措財源

與經營管理的雙重負擔。當民間在興建或經營中出現弊端時，政府可藉機將失敗

責任歸罪於市場機制的無能與貪婪。 

另一支流將全國性的計畫經濟化整為零，分割為規模較小且同質高的計畫

對象，如當前流行的社區營造、城鎮計畫、城市更新、環保計畫等。哈耶克在《自

由秩序的原理》中曾討論到城鎮的規劃問題。他認為城市生活因居家緊密，若財

產權制度的分割過於簡單，自由契約經常無法解決鄰居效果帶來的爭端。 (Hayek, 

1960) 這問題在當代稱為“逆共有地之悲劇” (Tragedy of Anticommons )，意指

過度分割的私有財產權不僅無法有效率地發揮資源的生產力，也時常會發生財產

權之間的使用衝突。(Heller 1998) 譬如在一棟財產權分層擁有的老舊大樓，就存

在急於拆樓重建之財產權所有者與不願拆樓重建之財產權所有者間的權利衝突。

這衝突非市場機制能解決。若不欲政府權力介入，就只能重新調整私有財產權結

構，譬如在法律上要求每棟集體居住而分層擁有之大樓，必須在使用超過一定年

限時，以多數決方式決定是否要拆樓重建。 

城鎮發展問題範圍甚廣，如科斯就認為像下水道系統和道路系統一樣都是

城市不可或缺的血管。當城鎮向外圍擴張時，不論是下水道系統或道路系統，是

否需要先行計畫？還是只要城市發展到哪裡，再讓市場機制跟上？哈耶克認為，

可以將城市土地的控制權區分為開發規劃之“大區域先決權”(superior right)和

決定使用方式的“小區域次要權”(inferior right)。 (Hayek, 1960) 霍爾庫姆說他

可以接受政府對於大區域之道路聯絡網的規劃，至於道路修建和工業區與商業區

的選擇就應該完全交給市場去決定。(Holcombe, 2004) 如果政府隨意規劃，只要

市場力量沒完全被壓制下來，遲早都會修正這些錯誤。(Lai, 2004) 

 

 

勞動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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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沒有企業家，把勞動力視為和資本與土地類似的角

色，亦即在給定生產目標和勞動市場決定的薪資率下，依邊際法則決定最適需要

量。該學派雖把勞動者的服務來源由勞動力提升到人力資本，微觀的理論架構並

沒改變。當勞動者擁有更高的教育與經驗，在宏觀經濟理論上也能推動經濟成長。

為了讓經濟成長持續，他們採取“做中學”或其他機制以維持人力資本的持續累

積。(Lucas, 1988) 

奧派對勞動者參與生產的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視勞動者為專業於提供勞動力

的行動人，傳統上其提供的服務偏向於以體力為主。然而，勞動者作為行動人，

也擁有他自己獨立的目標、意志、和企業家精神。新古典學派也承認前兩項，但

由於理論過於關注生產目標的實現，逐以負面角度去看待，認為在資訊不對稱下，

勞動者私下的行動會偏向私人目標。於是，代理人問題和誘因機制設計便成了主

要的研究課題。的確，代理人問題存在於所有的組織，也是米塞斯最初批判社會

主義之經濟計算可能性時所持的角度。但他以正面角度看待行動人的獨立目標與

意志，不認為“中央計劃局”有能力壓制行動人的意志而成功地實現中央的計畫

目標。 (Mise, [1935] 1990) 彼得‧柏特克 (Peter Boettke) 將企業家精神引入勞動

市場，並認為勞動者不僅會在崗位上不斷地精進自己以追求高薪，或開發新的能

力以獲取更高職位，也會在勞動市場中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以一展長才。 

(Boettke and Luther, 2012 )  

米塞斯將行動人在當前社會的生產能力抽象成幾個理想型態，如研發能力、

行銷能力、製造能力、溝通能力、財務分析能力、以及企業家精神。若市場可以

完全分工，每一種能力可以對應到一種純類型的服務。因此，我們可以假設企業

雇用了各種僅提供一項純類型服務的僱員，如研究人員、市場行銷人員、線上作

業人員、公關人員、財務人員等。這些僱員會以柏特克的方式發揮企業家精神，

累積各自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他們也會在勞動市場中尋找對自己最有利的轉業

機會，或自行開創新的企業。但在對經濟成長的論述上，加入這類企業家精神並

沒離開新古典學派的架構，最多只是讓市場多了一點活力。 

不同於新古典學派對經濟成長的論述，拉赫曼認為，真正推動內生經濟成長

的動力是企業家以不斷重組異質資本的方式創造新商品。(Lachmann, 1955) 資本

在本質上就是內嵌知識的累積。異質資本內嵌不同類型的知識，若以承載方式分

類，呈現出實體資本、人力資本、組織資本等。生產過程就是這些異質資本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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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與利用，其中更以重組提供不同純類型服務之人力資本為核心。 (Baetjer, 2000)  

人力資本既然內嵌於行動人，而行動人又擁有獨立的意志，彼此間若缺欠有

效溝通，其能力勢必難以結合。換言之，各自僅擁有單一知識的行動人是無法結

合的。成功的生產過程不僅有賴於有能力的創業家，也需要受雇者都能擁有多種

知識：一種用於提供服務，其他的用於溝通。譬如，某些研究人員同時擁有研發

知識與企業家精神，或某些市場行銷人員同時擁有行銷知識與企業家精神。 

當受雇者必須在創新的生產過程中發揮企業家精神時，他們的表現將不再是

柏特克的方式，而是可以分擔企業家的部分角色。在大規模生產的時代，受雇者

最多只有在生產過程中發揮其人力資本的專業知識。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由於

知識分工和創新需要異質知識的不斷重組，公司發展的遠景逐漸脫離創業者的視

界和知識的範圍，有賴於兼具創業家精神之雇員的合作。他們不再是專業技師，

也不再是知識勞工，而是谷歌公司所稱的“睿智創師 ”(Smart Creator) 。睿智

創師並非全新的概念。傳統上，會計事務所或律師事務所提拔表現傑出的雇員為

事務所的新夥伴。他們在被提拔前的表現就是睿智創師，因為他們的成果塑造了

公司的未來方向。只是在這個世紀，當所有的公司更加仰賴員工以其知識參與公

司未來方向的決策時，勞動者將不再只是完全的受雇者。當他們開始分擔企業家

的部分角色後，他們的薪資率也將不再完全決定於勞動市場，因為屬於企業家的

角色那一部分並不存在市場。這是新時代的議題，也是奧派提供給勞動經濟學的

貢獻。(Zheng, 2016) 

 

 

其他的應用理論 

 
奧派在復甦四十年後，埃德温‧多兰 (Edwin Dolan ) 自問：“參加奧派的

人數增加了，也多了不少年青人，但我們活得很好嗎？”他對此問題提出三點自

我評估：(一) 當前奧派是否有能力提出讓人們覺得是重要的問題？(二) 即使提

得出問題來，是否也能提得出具有實際價值的政策，而不只是在理論上說說而已？

(三) 即使能提出政策解方，是否能有別於主流學派和其他學派？(Dolan, 2014 ) 

明顯地，多兰期待奧派能朝向應用理論發展，最好能脫離傳統的兩大應用理論。

當然，這對於已有 150 年歷史的學派是相當的困難，因為愈是遠離兩大應用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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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發展，潛在的爭議也愈大。 

首先被嘗試的是政治理論。馬太・阿帕瓦羅雷 (Matei Apavaloaei)指出，米

塞斯曾提過“一位波蘭哲學家，Tadeusz Kotarbinski，正在發展一門不同於經濟學

或合作理論的新的行為學分支，稱為衝突與戰爭的行為理論。”(Mises, [1962] 

2006) 他又提到，羅斯巴德早在 1950 年就主張將行為學區分成五個分支：(一) 被

隔離之個人的行為理論，或稱魯賓遜經濟學，(二) 人際間情願交易之理論，亦即

市場經濟學或交易學，(三) 戰爭經濟學，(四) 博弈理論，例如诺伊曼 (John von 

Neumann) 和莫尔根斯泰因 (Oskar Morgenstein) 的理論，(五) 其他未知的分支。

(Rothbard, [1951] 2011) 後來，羅斯巴德將票決的邏輯分析也納入博弈理論。

(Rothbard, [1962] 2009)。票決的邏輯分析一直是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的主要議題，

羅斯巴德認同這學科，但不認同他採用社會契約論的分析。阿帕瓦羅雷把政治理

論定義為探討政府為何要以壓制權力從民間獲取資源之理論。這的確是在行為學

探討的範圍內。因此，他認為奧派早已開始探討政治理論，只是還未有更完整的

發展而已。(Apavaloaei, 2015)  

彼得 T.・利森 (Peter T. Leeson) 認為法與經濟學也應該是行為學的分支。他

在回顧當前的法與經濟學的兩大分支時指出，科斯支派探討給定之法律制度對經

濟體系的影響，如勞動法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或反托拉斯法對經濟組織的影響，而

波斯納支派則是利用經濟分析方法去探討法律與司法制度的可行性，如普通法在

過失責任、契約、或財產權的條文內容等，也包括刑法和立法的程序。利森認為

科斯支派因把經濟學範圍定義在僅以金錢交易的範圍內，排除了以法律與立法等

非市場活動作為分析對象的可能，故只能以它們作為外生限制條件。相對地，波

斯納支派允許法律與立法為分析對象，其範圍與行為學較為接近。因此，他認為

奧派可以此為起點發展奧派的法與經濟學。亞蘭・马尔齐亚诺 (Alain Marciano) 

說他並不反對利森的看法，只是反對波斯納支派的作法太超過，尤其是把本應該

自然長成的法律也當作法官有意作為的結果。這些方向與議題的爭執正顯示法與

經濟學尚有奧派的發展空間。(Marcian, 2012) 

爭議較大的新理論是奧派的福利經濟學。(Cordato, 1992) 早在奧派復甦之

前，羅斯巴德就提出以建構奧派福利經濟學去對抗新古典學派之福利經濟學。

(Rothbard, 1956) 奧派復甦之後，柯茲納也有類似的提議。(Kirzner, [1988] 1992) 

然而，甘尼培 (J. Patrick Gunning，音譯帕特里克‧冈宁) 認為：羅斯巴德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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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經濟學並不符合米塞斯的主觀論，而柯茲納的建議路線也違背方法論個人主

義。(Gunning, 2004) 的確，要依據奧派的核心去建構第三個具一般性的應用理論

並不容易，這使得嘗試者寧願選擇特殊領域的政策理論，如環保政策，反而容易

掌握住奧派的原則。(Cordato, 2004) 譬如道森 (Graham Dawson) 便認為“奧派

或自由人主義的政策必須朝向政策私有化的方向，廢除所有現存關於氣候變遷的

立法。……相對地，法院必須建立一套普通法和足夠引導石化燃料之利用的判例。” 

(Dawson, 2011)  

多兰在這前提下提出奧派的環境政策，但毫不驚訝地也引起爭議。但他認

為社會主義之經濟計算辦論的對象是實體資源，而非出現在環境議題的非實體資

源，尤其是財產權的界定。此外，他提出兩點奧派應該建構環境經濟學的理由。

第一、環境議題探討的是人們在利用實體資源時所出現的衝突，而這正是奧派可

以應用協調理論的對象；第二、奧派對問題的解方在於尋找最適合之制度，異於

於新古典學派的極大化解方。譬如對於環境的汙染問題，作者認為奧派會支持汙

染權的私有化。當然，來自內部的批判是免不了的，譬如瓦特．布拉克 (Walter 

Block) 很早就反對這類為了合理化對私有財產權之侵犯的假權利。(Block, 2004) 

不過，多兰認為：奧派論述應該關注的是真實世界之市場機制和真實世界之社會

主義機制的比較，而非比較它們的理想世界。(Dolan, 2014) 

毫無疑問地，奧派要進入政策理論，眼前還是荊棘遍野，只有盼望更有能

力之理論創業家的出現和更多有勇氣的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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